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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失败

———以环境法重述之争为视角

梁增然

摘　要：美国学界围绕环境法是否应当被重述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激烈争论的背后，是环境法学者试

图通过法典化改变美国环境法窘状的努力，更映射出学者们对环境法向何处去的不同认识及态度。尽管美国环

境法重述被宣告搁置，但这场法典化争论值得探析和思考。我国环境法学界最终确立了 “适度化”编纂环境法

典的目标，明确了当代环境法学的历史使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环境法共同体逐渐显现，而无论

是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探索还是美国环境法重述的争辩，目的都是为环境法律部门更具体系性而进行重塑，消

弭环境法律内部规则之间冲突、分散、重复的弊端。对于我国环境法典，需要进一步明确编纂目标，夯实编纂

方法，坚持编纂的程序性定位，树立起环境法学科独立自信的价值体系，增强环境法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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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环境法学界在对 “环境法向何处去”进行多次专题讨论之后，确定了编纂 “环境法典”的
时代使命。随着２０２１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中明确将环境法典的编纂列入，标
志着环境法典正式由学术研究迈入立法的轨道。围绕编纂所涉问题，学界逐步展开了相关的学理讨
论。环境法典呈现全球化趋势，普通法系国家同样受其影响。美国环境法学界自２０１４年开始就围
绕 “是否应当环境法重述”展开讨论，进而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辩，并逐渐形成鲜明对立的两种
态度①。
美国法语境下的法律重述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是特定机构经严格的编制程序对松散的普通法和制

定法进行系统性整理，对成文法规定予以更加清楚的表达，从而反映美国普通法清晰的形成与发展
脉络，满足法学界和实务界对该领域特定问题的解答，统一司法实践认识，具有稳定性、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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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性等特点［１］。由于超越了一般化的法律汇编，每一部法律重述从规划到颁布都历经多年，因
此，获得了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认可，其本质就是 “弱”法典化。
由此可见，环境法律重述与我国目前就环境法典所提出的 “适度化”［２］定位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尽管环境法重述以美国法学会未将其列入 “第四次法律重述规划”而暂告搁置，但这场域外的学术
论争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环境法典初始阶段 （决定是否开始编纂）的不同视角。因此我们需要
关注美国环境法重述的争辩，尤其是对该争辩的双向意见、实质分歧进行研究。本文第二部分介绍
美国环境法重述之争的双方观点。第三部分阐述了美国环境法重述之争的背景并分析其实质。第四
部分通过对编纂方法和研究进路的比较研究，明晰我国未来环境法典编纂所需要考虑的范围、方法
与定位。

二、美国环境法重述之争双方的主要观点

在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教授丹·塔洛克 （Ｄａｎ　Ｔａｒｌｏｃｋ）专门撰文呼吁 “不要环境法重述”后，
以罗伯特·珀西瓦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ｅｒｃｉｖａｌ）为首的多名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 “是时候进行环境法重述”
的主张，并针对塔洛克的观点逐一反驳。至此，两大权威人物的参与将这场学术思辨推向了高潮，
颇为引人注目。

（一）美国环境法不应当被重述
作为当代美国环境法学界的权威，丹·塔洛克针对 “美国环境法向何处去”不断地提出新的理

论，试图改变环境法难以嵌入实体法领域、甚至可能会被其他法学部门吸收或分解的尴尬地位，使
得环境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具有更高的正当性。正因为如此，他极为鲜明的反对之声尤为引人注
意。主要理由如下：

１．环境法具有强烈的内在变化属性。环境法必须不断根据环境科学认识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具有内在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环境法因而呈现出以刺激－反应型为主的立法模式。社会风险
的提升，科学不确定性的增加，环境因果关系的时空割裂，均导致环境立法变得越发困难。科学承
载的价值无涉的技术性力量需要与隐含价值判断的环境规制结合，立法者希望科学不仅能够决定某
个风险的概率，而且需要清楚地判断生物 （特别是人类）可接受风险的范围，但这显然在大多数情
况下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能力。科学判断的局限此时需要同民主协商相结合，甚至向 “利益相关者”
的呼声倾斜。在环境法的外衣下，包裹着复杂的公私利益冲突，故而塔洛克认为，试图将一个内在
变化的法律 “冻结”在人为设定的编纂框架当中不符合环境法的需要，倒不如对其进行定期的
更新［３］。

２．环境司法未发展出核心规则。一个法律领域若想成为法律重述的对象，具有特有的核心规
则是必要前提。但诸多纷繁复杂的技术规则，天然地排斥凝聚环境法律的核心规则。二者的不平
衡，随着法院过于注重环境行政决定程序的合法性及其内在的逻辑性，而忽视环境行政决定的内容
而加强。环境问题不再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即环境法律生成的１０年）那样便于识别与确定，环境
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官在专业技术问题上不得不依赖专家判断，而这又非通过法官培训就能解决。
不仅如此，环境法律在法院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法院对环境法律始

终颇有异议。从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看，无论是 《濒危物种法》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迅速失宠［４］，还
是 《国家环境政策法》从未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青睐［５］，都表明法院对环境法律的漠视或者说相较
于对经济利益的一种偏重，更隐含着大法官们缺乏对于环境利益共同体的认可。第二，法院始终未
将环境法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大多数环境法律都涉及对行政机关决定的司法审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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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原告一般都据此要求法院变更行政命令或对某个环境法律规定进行细化解释；而分权原则以及
环境法律所涉及的技术专业性，使得法院倾向于形式审查而非实体审查［６］。因此，在法官眼中，案
例中的环境法不过是公民限制资源开发、质疑行政决定的程序性工具，而非真正的实体性法律。这
一方面加深了法官对环境法具有强公法属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不断淡化环境法自身所具有的实体
法特征。在面临环境法案件时，法院通常是以行政法案件对待或者仅仅对其进行法律解释，造成法
院在涉及环境法律问题案件中做出的判决，往往是对于行政法规则的发展，要比对环境法发展自身
规则的影响深远得多。例如谢弗林案 （Ｃｈｅｒｖｏｎ　ｖ．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①，联邦最高
法院在这一经典环境法案例中提出了对行政机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双层模式理论，该理论已经成
为美国当代行政法的基石，但并未反哺于环境法本身，反而加剧了对该案涉及的 《清洁空气法》的
认识上的歧义。

３．环境法不符合法律重述传统。这实际上指向作为法律重述的主体———美国法学会的选择偏
好。从历史上看，美国法学会自第一次重述阶段开始至今，就基本上是按照罗马法的传统进行的。
尽管美国法学会选取的法律领域已然不断地脱离原有的罗马法体系，但真正地针对某一新兴法律领
域进行重述还是极为罕见的。在功能上，环境法同普通法相互排斥，而普通法才符合作为法律重述
对象的一般传统。当代环境法的诞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会通过制定实体法来弥补普通法在回应
环境保护上的缺陷。也就是说，环境法自出生之日天然地带有 “反普通法”的基因，环境法与普通
法两者并非天然统一体。普通法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赔偿受害人在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这必然是
一种基于矫正正义的事后救济。而在塔洛克教授看来，环境法的功能与普通法相反，是基于普享正
义之上的事前预防［７］（Ｐ６６７－６６８）：第一，环境法限制而非对已有环境污染权利的确认；第二，普通法
在传统上创造 “财产权利”这一基础性概念从而鼓励对自然的开发，而环境法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恰恰突破了这一普通法基础。因此，从重在对普通法予以重述的法律传统来说，环境法也很难进入
美国法学会作为重述对象之列。

（二）环境法迫切需要重述
以马里兰大学教授罗伯特·珀西瓦为首的 “改革派”，针对塔洛克教授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和反

驳。他们从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塔洛克提出的那些所谓的障碍并不会构成真正影响。其支持的理
由如下：

１．美国法学会在非传统普通法领域涉猎颇深。尽管美国法学会的早期工作的确集中在传统普
通法领域，但目前所采取的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选择方式，不会导致进入某个以成文法为主要构成
的法律领域的困难。无论是成文法还是普通法，都必须满足必要的前提———如，案例的丰富性、法
律问题的复杂性、法律自身的模糊性及众多学者的关注度———才有可能进入选择视野范围。实际
上，美国法律协会已经在非普通法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例如软件合同、不正当竞争、国
际商事仲裁等领域；同样表明了过于重视法律领域的渊源，并不处于被选择对象的优先序列，这同
美国法律协会所宣扬的目标相违背，也不符合其自身的发展利益。作为目前最为引人瞩目的法律领
域之一，视厘清法律关系、解决复杂法律问题为己任的美国法律协会不能也不可以对环境法无动于
衷。无论被动或是主动，美国法律协会承担环境法重述的重任是理所当然。实际上，其在已有的法
律领域工程已经涉及环境法的部分重要问题。

２．法院亟待需求法律重述。目前的环境法案件，多数表现为联邦与各州之间规制的冲突，本
质上都是基于 “环境联邦制”（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所导致的联邦与各州在环境规制权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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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弈①。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法官总是显得小心谨慎；法院判决也是变化反复，毫无规律。而美

国法学会 “在承担重述任务时，相较于追求实现法律改革的成效，的确是更加注意对现有法律状态

的把握，明确出现法律问题的领域，并且对该领域已有法律实践的合法性进行明晰，在相互冲突的

法律解决方法中确定优先适用的顺序”［８］（Ｐ３５）。因此，环境重述的编纂对于法官而言不啻为一种捋顺

环境法问题的良方。此外，环境法的交叉性往往导致某个问题的多法律学科属性，包括刑法、行政

法、侵权法等，只有像美国法学会这样由各个不同法律领域精英所组成的机构才能完成。

３．重述不会抑制环境法的发展。针对重述可能会 “冻结”环境法依托于科学为基础的内在灵

活性，进一步缩小环境法在程序式法律道路上的发展空间，减弱其对外界环境反应的敏感程度的观

点，珀西瓦等认为重述不但不会阻碍环境法的诸多明显特征，还会促进环境法在特定道路上的有序

发展。美国法学会有能力预见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与需求，能够较好地指明环境法所采用的理论

与制度措施，从中确定给予环境法多大的弹性空间，并且找寻这样一个通往环境法在框架约束下仍

能够保持自身完整性的 “自由之路”［９］（Ｐ３７）。退一步讲，即便美国法学会由于种种限制条件而无法完

成整体环境法重述的任务，它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满足对环境法的诸多关注。比如，首先进行对

环境法原则的阐释工程。对环境法原则进行阐释的过程，免于在错综复杂的环境法律关系中沦陷，

把精力集中在抽取环境法律的复杂性为几条内在连贯的原则，从而指导对环境法特别的解释或者实

施。对环境法原则的抽取，是对环境法全面重述的基础，也使得通过指出环境法应当实现的一般目

的的同时，避免采用那些过时的、有时甚至有害的环境法律概念②。

三、美国环境法重述之争的背景及实质

向环境法律重述研究的聚焦，标志着历经半个世纪的美国环境法亟待变革，更意味着经由实体

法向程序法不断变迁的环境法面临着 “众口难调”的尴尬，法律体系及其形式理性越发凸显其重要

性。环境法律体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均已成为美国环境法学界的关注点，这也意味着环境法律

体系的未来并不明朗。本章主要分析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环境法重述之争的背景，旨在展示出现这

场环境法重述争议的源起；二是分析这场学术争议的实质。

（一）美国环境法重述之争的背景

１．联邦环境立法基本停滞。自１９７０年颁布 《国家环境政策法》之后，国会在十年间相继制定

并实施了 《濒危物种法》《有害废物控制法》《资源保育与恢复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以及

《综合环境补偿与责任法》等环境法律。这六部法律诞生于 “环境法十年”（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构成

了美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核心［１０］。然而，自１９９０年对 《清洁空气法》进行修改以来，美国联邦国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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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联邦与州的环境规制权力博弈表现出两种方式：一是各州自下而上的推动联邦去规制新的环境问题。如马萨诸塞
州诉联邦环保局案，其实质就是因为联邦对气候变化问题无动于衷，致使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急先锋 （如本案的原告）

由于其他不作为州的 “溢出效应”而受到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不得不通过诉讼的方式去督促联邦采取新的规制；二是
联邦通过立法自上而下的实施规制权力，遭到地方的反对。如最近的密歇根州诉联邦环 保 局 案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ｖ．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y，５３６Ｕ．Ｓ．９３９ （２０１５）），实质上是以密歇根州为首的地方团体通过诉讼延缓实施联邦
环保局有关发电厂排放的规则。各州在面对联邦法律时，通常会根据自身利益相应地提起诉讼来排除该联邦法律在该州
的效力，提出的理由就是国会所颁布的法律侵犯了各州传统的自主权力，违宪而应当被废除。

法律重述过程一般会持续较长的时间，通常会有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情况发生。因此在重述时期内，某些法律概念
可能会逐渐被淘汰甚至起到反作用。



再未通过一部新的环境法律，也未对原有法律进行重大的修订①。可以说，美国联邦环境立法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②。
然而，联邦环境立法停滞的背后，并非是这套 “第一代”环境法律系统的完美。相反，这个以

命令－控制模式为特征的法律体系遭到诸多批判：首先，规定过于拘泥而保守，合规成本很高；其
次，缺乏容纳和激发资源效率型污染防治方式的创新；再次，未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合理的优先
级别划分与管理；最后，在不同媒介的环境问题上所聚焦的方式往往不能协调一致，并且往往忽视
功能性的和生态系统内的相互依存关系［１１］。作为一个僵化的、以各环境要素为规制对象的多个单
行法集合，环境法律系统存在的上述问题与立法机关迟迟无法进行更新的矛盾，使得法律重述成为
一条可能的突破路径。

２．环境司法未能统一。法院对环境法律案件的判决未能统一，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这主要源
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环境法缺乏宪法的支撑。由于美国宪法并不涉及任何环境权利，因此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建立当代环境法律体系之后，环境法的宪法基础到底为何一直都是学者热议的话
题③。然而，无论是通过扩张性解释，还是援引环境伦理学概念都并不令人信服，因此都寄希望于
法官 “制宪”。但是自１９６５年第一个现代环境法案件出现至今④，法院始终未能成功形成一个环境
法的宪制基础。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审理过百的环境法案件［７］（Ｐ６７３），然而这些判决之间充满了不一
致、不协调甚至是冲突，无法为环境法实践提供稳定的、连续的、深厚的支撑，更未呈现出一个可
以作为环境法宪制基础的判决。
其次，环境联邦制的消极影响。美国实行联邦制，其多数联邦环境法律都明确规定州作为实施

环境项目的主要责任人，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环境标准和其他要求。联邦政府保留监察权力，并
且在州执行不力或拒绝执行的条件下，有权直接在该州实施环境法律⑤。在联邦环境法律停滞不前
的背景下，环保署根据法律授权颁布了涵射大量创新性方案的环境政策，但却造成了一种奇怪而有
趣的现象———在每一次环保署颁布某环境政策之后，各州都并不立即执行 （哪怕环境政策所规定的
执行期限很短），而是心照不宣地观望，因为一定有某州就该政策诉诸法院，其他州都在翘首以待
法院判决⑥。诉讼成为各州拖延实施环境法律的一种手段，联邦法院也因此成为了各州对抗联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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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Ｌａｚａｒ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ｃｅｎｔ：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y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９４
Ｇｅｏ．Ｌ．Ｊ．６１９ （２００６）。该文第一部分对美国环境法律颁布及修改进行了综合整理，能够很清晰地发现环境法律数量在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以及１９９０年至今三个阶段呈递减趋势。Ｌａｚａｒｕｓ教授认为，环境立法停滞的现象主要归咎
于美国国会的责任缺失及其内部民主缺失所导致的，见该文第二、三部分。

自国会通过１９９０年 《清洁空气法》修改案后至今，国会对环境法律仅有几次轻微的修改：《１９９６年清洁饮用水
法修正案》以及 《２００２年小企业责任减免与棕色地带复兴法》（该法旨在对超级基金法的责任条款进行一定松动，从而激
励中小企业参加棕色地带的再开发利用计划）。

尽管大多数学者始终把商务条款视为环境法律的宪法基础，但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这一理论的苍白。Ｌyｄｉａ
Ｂ．Ｈｏｏ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ｌａｕｓ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Ａｔ　Ｏｄ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ｌｉｎ？，２１　Ｗｍ．＆Ｍａｒy　Ｅｎｖｔｌ．Ｌ．＆
Ｐｏｌ'y　Ｒｅｖ．７３５ （１９９７）。有学者甚至建议修改宪法并且添加环境条款，见Ｄａｎ　Ｌ．Ｇｉｌｄｏｒ，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ｌｅｓｓ：Ａ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３２　Ｅｃｏｌｏｇy　Ｌ．Ｑ．８２１
（２００５）。

Ｓｃｅｎｉｃ　Ｈｕｄｓｏ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ＦＰＣ，３５４Ｆ．２ｄ６０８（２ｄＣｉｒ．１９６５）。有关该案件的详细情况，见Ｏｌｉｖｅｒ
Ｈｏｕｃｋ，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Ｓｔｏｒｉｅｓ，７３　Ｕ．Ｃｏｌｏ．Ｌ．Ｒｅｖ．８６７，８６９－８０（２００２）。

联邦与州在执行环境法律规定上的模式被称为 “合作联邦制”。见Ｒｏｂｅｒ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y　Ｍｏｄｅｌｓ，５４　Ｍd．Ｌ．Ｒｅｖ．１１４１，１１７４－１１７５ （１９９５）。

各州政府提出的理由比较多样，但大致都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基于ＥＰＡ颁布的环境政策超越了商务条款授予联
邦的规制权限，从而侵犯了州的规制领域；二是认为ＥＰＡ的环境政策违反了作为该政策权力来源的联邦环境法律。



政策的主战场①。此时，环境治理实效早已不是诉讼的焦点，反而转向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分配，
法院面对这一问题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分歧重大，无法形成统一意见。

３．学界将环境法融入实体法的企图落空。环境法处于构建和运行的 “不能自主”现状，美国
环境法学者为此寻找并且提出了多种基础性理论试图重塑环境法，使其真正嵌入实体法领域。具有
代表性的如塔洛克的形式主义、埃格德 （Ｔｏｄｄ　Ｓ．Ａａｇａａｒｄ）的现实主义和韦斯特布鲁克 （Ｄａｖｉｄ
Ａ．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的理想主义，这三类不同路径分别在原则层面、论证方面和价值层面触及环境法律
系统的自主性问题。
譬如，塔洛克通过凝聚原则支持环境法律系统的形式，认为只有通过原则控制决策，才可能将

看似分散的环境法凝聚起来，“从而允许我们确定能够合理地推动环境目标，而不是自我束缚在看
似具有一致性却无实用的决定中”［６］（Ｐ２４８）。针对环境法向何处去，塔洛克提出了五个环境决策的原
则，从而使得环境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具有更高的正当性。这五个原则分别是［１２］： （１）在行动之
前把不确定性降至最低；（２）环境破坏必须是在所有合理、可行的办法用尽之后的选择；（３）风险
可以暂时作为禁止某活动的合理基础；（４）污染者必须保持清洁生产工艺的更新；（５）环境决策应
当在理性限度指标内，而不是超出。埃格德通过论证内在结构捍卫环境法律系统的规范，在呈现环
境法律整体特征框架的基础上，再次细化环境法系统中各环境法律特征，将环境法内化为一个具有
等级制的内在法律系统：核心环境法律、次核心法律以及非核心法律。区别环境法律之间的标准包
括：环境保护的地位、客体、法律形式、政府的地位、规制范围以及实施机构［１３］。韦斯特布鲁克
则是通过法的价值祛魅推动环境法律系统的功能，认为环境法律可以被理解成 “在以个人选择为基
础的政治哲学背景下，不断尝试把对人类生命的关注语义化”［１４］（Ｐ７０８）。环境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其生
成总是基于对个人自主权的一种保护，但是环境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个人自主权的保护，因而环
境价值一直无法融入环境法律当中。环境法若想完整，就必须逃离出自由主义框架并且拥抱 “自然
作为自然”的价值观［１４］（Ｐ７０９）。不过，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甚至是理想主义，都是基于
无力改变环境法律现状的一个可能选择，这也决定了诸方案本身的局限和缺陷，更无法真正提升环
境法的法学属性。

（二）法律重述争辩的实质：“同”而 “不和”

１．目标相同。以罗伯特·珀西瓦为首的 “改革派”，针对塔洛克教授的观点做出了回应与反
驳。他们认为，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塔洛克提出的 “那些所谓的障碍也同样会影响美国法学会在其
他非传统的普通法领域重述的能力与灵活性”［８］（Ｐ３３），因而并不会构成真正的障碍。事实上，塔洛克
承认 “诸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者付费、预防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原则都是环境法重述有益的起
点”［６］（Ｐ２１９）。由此看出，有关环境法重述的争论最终并未指向 “是或非”的问题。在两派的争论过
程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双方饱含着对环境法的美好期盼，都期待看到环境法能够真正健康、有序
地发展。两派关于 “环境法是否能够重述”的争论属于技术层面的交流，甚至这一问题在实用的技
术层面也有着肯定的答案———从实然的角度考虑，美国法学会只要启动环境法重述工程，最终就一
定能够获得产出。

２．策略各异。在实然层面，双方对 “环境法重述是否能够”进行了辩论，继而体现出对待环
境法重述立场的相同；但在应然层面，即对于 “环境法重述是否应当”的问题，双方却产生了实质
分歧。在塔洛克看来，环境法现在还处于幼稚期，远未成熟到重述阶段，应该再给予环境法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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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法院在谢弗林案中，提出了对行政机构行使法定权力进行司法审查的双层模式：第一步，尊重国会的意图；

第二步，在国会并未涉及该问题的主张时，检验行政机构的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一判决基本保证了行政机构的能动
解释权利，然而联邦法院在许多判决中并不遵照这一先例，这就给予地方政府相当的诉讼激励。



时间与空间去发展；如果现在重述环境法，就是强行地 “拔高”环境法，人为地加速其原有正常发
展的过程，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对环境法的发展弊大于利。由此看出，他始终寄希望于环境法的自
我生成与演化，而并不期待外界因素对于环境法的显见塑造。与此同时，基于自然生态循环规律以
及科学不确定性的理由，他对环境法系统如何在确立框架的同时，保持自身内在的弹性显示出强烈
的质疑。在他看来，与其毫无把握的采取行动，倒不如顺其自然地等待时机的出现 （也可能永远不
会出现）［７］（Ｐ６７７）。
而与之相反，珀西瓦等人则显得信心十足，“声称不可能重述环境法或者俘获环境法规则———

就像历史上许多认为某件事情根本不能完成的论断———这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值得一试”［８］（Ｐ３６）。他们
认为当前美国环境法的窘状必须被打破，在衡平利弊之后试图放手一搏，并且把改造环境法的主动
权握在手里。他们对塔洛克的保守态度非常不满，批评他在希望 （环境法）发展的同时却又固守糟
粕，这种谨慎策略会丧失更多的机遇。

四、美国环境法重述之争的启示

从全球来看，环境法共同体正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发得到印证。进一步观察美国
环境法，其 “法典化”失败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美国环境法呈现出外部融合的特征。由于
环境法涉及众多利益纷争，美国联邦议会的两党博弈也意味着环境立法在短时期内无法成功。越来
越多的非环境法律规制和采用了类环境法工具，嵌入式环境法律的功能相似性削弱了对环境法律系
统更新的必要性［１５］。其次，法官发挥了积极的能动作用。尽管美国联邦环境立法停滞，但依靠法
官解释能够不断地弥合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空隙。因此，法官实质上发挥了环境立法的功能，环境法
律无形中得到了扩充、变更和弥补。环境法律重述的成功与否，丝毫不影响环境法律在美国的 “实
质更新”。再次，从环境法学研究来看，与大陆法系不同，普通法系对学科领域的划分相对松散。
基于实用主义观，美国环境法学研究都是问题导向的，几乎所有环境法学者也都是跨领域和部门
的。环境立法的式微，并不构成对于环境法研究的阻碍。
美国环境法的重述之争，也从环境法律系统功能的角度为我们编纂环境法典的某些方面提供了

参考。当然，与美国环境法典化的失败不同，我国编纂环境法典呈现出三点比较优势：第一，制度
优势。我国环境立法稳步增长，除了保持每年至少一部新法的态势，还对已有的环境法律进行不断
完善。这是我国编纂环境法典最坚实的基础；第二，智慧优势。随着环境法律的不断充实，我国环
境法学研究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无论环境法学研究者，还是环境法学术研究，都具备一个相当大
的体量，有能力保障这样一个集体工程的顺利完成；第三，顺承优势。民法典的成功颁行，已经为
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了模板。而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不断对话，也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了在技术和
理论上的必要支持。基于上述中美环境法系统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本章围绕编纂范围、编纂方法和
编纂定位三个方面进行启示性讨论。

（一）整体化亦或适度化：确定法典编纂范围
我国学界确立了环境法典编纂 “适度化”的目标，然而，“适度化”并不明确具体的编纂范围，

更不能回应编纂环境法典应当具备何种特征的基本问题。这种自我限制意义上的抽象目标，无法满
足当下学界对于环境法典确定性目标的期待。甚至珀西瓦等同样认为，在环境法全面重述不能达成
的情况下，有两种可替代思路：一是环境法原则的重述；二是对环境法细化分支的重述，目前最适
合的是环评法和环境执行与救济法工程［９］（Ｐ４２）。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相较于整体化而言，
环境法典的适度化究竟意味着何种目标，编纂后的环境法典应当具备怎样的基本特征。
环境法典的 “适度化”，是通过比较法研究和目前环境法典编纂条件等综合因素考虑后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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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到达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 “适度”，也不是对环境法体系的自我束缚。恰恰相反，环境法
典需要我们尽可能完成的完整性、包容性和具象性，在有条件的限度内尽可能包容更多的环境法规
则，否则难以 “名副其实”。甚至可以说，适度法典化仅是临时性目标，是 “起草者无法达到法典
编纂的理想境界时，就有必要降低对法典编纂的要求”［１６］的妥协之策，继而采用 “适度环境法典＋
单行法”共存的模式。这种模式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灵活性、创新性的问题，但可能会导致一种法典
再编纂和去法典化之间的辩证过程［１７］。但就目前学者所提出的诸多环境法典框架设想，似乎更接
近于整体化目标，而远超 “适度化”目标所能承载的内容。因此，明晰法典编纂的目标，确定法典
编纂的范围，是开展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首要前提。

（二）立法亦或解释：奠定法典编纂方法
保持对现有环境法律的整体尊重，学习并引入传统部门法学的理论工具以增强其实践操作性和

解释空间。首先，尊重现有立法，推动环境法研究由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变。与美国联邦环境立法
的停滞相反，我国环境立法呈现较 “热”局面，每年不仅有新环境法的产生，还有对旧法的重要修
改调整。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从生成到真正嵌入社会系统运行是一个渐进过程，而这些再立法有
时会把一些事实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阻却原本可能正在酝酿形成的法治 “惯性”。应当尽量减少
法律的修改，多寻求对现行法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通过补充、漏洞填
补、利益衡量等技术处理来解决立法漏洞问题；其次，在完善环境法解释路径的基础上，致力于形
成一定的学界共识 （通说）。目前，环境法的许多基础概念尚未统一，例如对 “风险”“环境权益”
“公益”等的理解有较大分歧；涉及环境法原则、环境法制度，其所指向的范围、内容、特征及其
内在关联等也未有定论。现行法框架中的特有问题，必须经过学界和司法界一段时间讨论后形成多
数人的法律意见———学界通说和司法通说。相比较而言，美国环境法主要依赖于司法通说；而在我
国环境立法较热但司法能动不足的背景下，则需要对学界通说进行凝练和提取①。只有对这些基本
概念形成法律通说的基础上，才能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统性和正确性，这也是我国通往环境法典的必
由之路。要深入论证的一个问题是，环境法典编纂是否应以调整和梳理各相关环境法律为基础，即
遵循解释—修法—法典—解释的路径抑或法典—解释的路径。前者是以遵循现有立法为前提，经法
的调整结合法律解释 （形成学界通说）为条件，最终指向法典编纂，即沿着解释—修法—法典—解
释的路径，我国 《民法典》的编纂按此路径；后者是以既有立法为参考，越过法的调整而直接径向
法典编纂，再以法典作为法律解释的文本系统，即沿着法典—解释的路径。

（三）实质理性亦或形式理性：决定法典编纂定位
由系统论要求，环境法律系统应当具备两点特征：一是形式理性，即内在系统的封闭性。环境

法典应当实现边界清晰、内在逻辑自洽的系统，通过特定方式对环境法律进行体系化的解释和再
塑，按照特定的理论框架和叙述逻辑将其编排；二是实质理性，即对外在环境的开放与敏感性。探
寻如何在保持环境法律系统形式稳定性的同时，让环境法律系统跟踪以之为基础的环境科学的变化
属性，不断回应外在变化的复杂性，保持其实质的对外开放和社会敏感性，真正推动环境法律系统
与作为其外部环境的社会大系统的不断嵌合。从系统论观察，在 “高度功能分化社会”的背景下，
协调半自主的社会子系统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行为的发展方向来建构环境法律，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
社会子系统之间建立一种相互支持的社会整合机制。由此，环境法律作为不同的法律领域之一，可
以观察到 “反身型法”的程序性导向的特征。基于环境问题的巨复杂性，试图在环境法系统内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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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环境法典风险预防原则条款研究》就是典型的试图对预防原则在我国环境法典中的条款设置进行的教义
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有学者不断围绕该话题继续进行交流、讨论甚至批判，形成比较稳定的意见，就完成了通说
的产生。参见王小钢：《环境法典风险预防原则条款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决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作为法律子系统的能力范围，而迫切需要同其他社会系统的沟通与 “共振”，
从而期待能够形成共同解决的路径。如埃格德所说，环境法似乎注定要成为一门解决纠纷的程序式
法律［１８］。事实上，从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来看，由实体走向程序的特征越发明显，而这可能是我国
编纂环境法典的一个定位。

五、结　语

美国学界的这场论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立法主义在环境法中的困境。在功能高度分化的社会
子系统中，法律系统试图对环境问题的完全规制已经显得力有不逮。环境法为此变得不堪重负，规
范过剩的 “任性”后果凸显。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淀，当代环境法体系也的确到了应当进行全面梳理
与自我审视的阶段。伴随着环境法全球化的趋势，各国环境法所面临的困境越发相似，环境法共同
体已经悄然呈现。当前处于一个对环境法体系进行回首清点、瞻望未来的绝佳时机，重新建构环境
法体系的理性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法学术共同体所共同追寻的目标。
因此，无论是美国环境法重述的启动之争，还是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探索，都印证了重塑

环境法系统理性的迫切与必要。在迈向法典化时代的进程中，学界针对环境法的发展显现出了两种
不同的思维进路。一种自上而下，试图用基础理论作为建构环境法体系的前提；而另一种则主张多
从环境问题出发，旨在依靠环境法在实施、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具有较为强烈的实用
主义倾向。前者主张 “想明白再去做”，而后者则更加强调 “做中学”的问题导向。毋庸置疑，这
两种进路的结合可能更加符合目前我国环境法学的状态，从而不断地凝练环境法学术共同体，确立
学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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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增然：论美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失败———以环境法重述之争为视角


